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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生态旅游对当地社区生计的影响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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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旅游因具备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轻贫困双重目标的潜力，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鉴于生态旅游在影响社

区生计方面的研究争议，论文综览国外大量相关文献，在界定生态旅游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影响、社区参与、能力建设、社会文

化和公共设施 ４ 个方面系统梳理国外生态旅游对目的地社区生计的影响。 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生计的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社区资源控制权、旅游收益规模、地方介入旅游产业供应链能力、自身能力、旅游管理等因素对旅游扶贫效应起着关键性作

用。 最后，对当前研究展开评述并对未来研究提出三点展望，以期为中国未来生态旅游影响研究和生态旅游开发提供借鉴和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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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和生物多样性退化是当今全球人类面临的两大挑战，生态旅游被认为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药方。 国

际生态旅游协会（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在 １９９１ 年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一种在自然地区开展并能

保护自然环境和改善当地居民福利的旅游活动［１］。 该定义强调生态旅游应惠及地方社区。 之后，有学者进

一步细化该概念，认为生态旅游是指在较为原始自然地域中进行有责任的旅游行为，以享受和欣赏历史和现

存的自然文化景观；这种行为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具有较低的旅游负面影响并为当地居民提供有益的社会经

济活动［１］。 该概念融合保护与发展两大主题，其理论逻辑是由于贫困社区生计高度依赖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故只有在消除贫困后才可能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其中生态旅游是消除贫困的重要手段。 该观点突破了以往

自然保护区将地方社区排斥在外的隔离政策，将自然保护区周边居民纳入保护计划，是人地关系研究领域的

一次重要进步。 之后，生态旅游将社区参与和社区增权等新理念纳入进来，提出生态旅游是指在脆弱的、原始

的和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具有较低的旅游负面影响和较小规模，有助于教育旅行者、提供保护资金、直接惠及

地方社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增权以及培养对不同文化和人权的尊重［２］。 因此，生态旅游的定义不是静态的，
而是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其内涵愈加丰富。

生计概念源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各学者对其表述方式及概念界定往往有所差异。 但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

的生计定义是指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基础

之上［３］。 即生计是由能力、资产和活动等生计要素组成。 之后，英国国际发展部（ＤＦＩＤ）将生计资产内涵进行

了细化，将其划分为自然资产、金融资产、物质资产、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 ５ 种类型［４］，该内涵将能力纳入进

来，但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有所淡化。 其中，自然资产是指能从中导出有利于生计的资源流和服务的自然资

源存量和环境服务；金融资产指用于购买消费和生产物品的现金、储蓄以及可获得的贷款和个人借款；物质资

产是指居民拥有或利用的住房、工具、设备和公共基础设施；人力资产是指谋生所需的技能、知识和能力；社会

资产是指存在于家庭、家族和社区内部和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持网络［４⁃５］。
对于生态旅游在消除贫困或改善社区生计方面的作用，目前的研究争论仍非常激烈。 支持者认为生态旅

游为地方社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旅游收入，改善居民生计并减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进而促进环

境保护［６］。 为此，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环境保护主义者将生态旅游看作是自然资源保护和地方社区发展

必不可少的手段，并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大力推广［７］。 反对者则认为生态旅游带来环境退化、野生生物栖

息地破坏、经济损失、收益漏损及不公平分配、地方文化破坏等不利影响［８］，消除贫困这一目标难以实现。 上

述研究往往从单个方面研究生态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区生计的影响，并未系统阐释生态旅游对当地社区生计

影响的整体框架，也未对正反两方面的净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导致人们对生态旅游扶贫效果的认识模棱两可，
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生态旅游的发展。 因此，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在综览国外大量相关文献后，重点梳理国

际上生态旅游对当地社区生计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分析不同研究分歧原因及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主

要问题，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旨在为国内生态旅游扶贫效应理论研究和生态旅游开发提供借鉴。

１　 研究内容框架

对于生态旅游发展对当地社区生计的影响，有学者提出生态旅游开发应致力于使社区增权，使社区居民

能决定生态旅游开发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中的分配［９］。 之后，Ｓｃｈｅｙｖｅｎｓ 将增权理论引入到

生态旅游影响研究，并设计社区旅游增权的分析框架以阐述生态旅游开发对当地社区生计的影响（表 １）。 其

中，旅游增权包含经济、心理、社会、政治 ４ 个维度，并从增权和失权两个方面详细列举生态旅游发展对当地社

区生计的可能影响［１０⁃１１］。 同时，该分析框架突破传统增权理论中狭窄的权力观，将增权从政治维度拓展到经

济、政治、心理和社会 ４ 个维度，属于增权理论的重要发展。 在研究尺度上，该框架将生态旅游影响受体界定

为当地社区。 鉴于旅游增权理论在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及该框架的系列优点，该框架成为 ２１ 世纪以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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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方影响评价的重要参考。 但是，实际上生态旅游对当地社区影响在各个维度上的表现是不均衡的，社
区生计关键要素在各维度分布也不是均衡的，故各维度研究内容不是均等的。 为此，本文参考本研究框架并

结合相关文献主要研究内容，拟从经济影响、社区参与、能力建设、社会文化和公共设施四个方面系统梳理国

外生态旅游对目的地社区生计的影响。

表 １　 生态旅游发展对当地社区生计影响的分析框架［１０⁃１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１０⁃１１］

增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去权 Ｄｉｓ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经济增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生态旅游为当地社区带来持续经济收益。 旅游现
金收益被社区中许多家庭共同分享， 并导致生活
水平的明显提高（如改善的供水系统、更耐久材料
建设的房屋）

生态旅游仅给社区带来少量的、间歇性的现金收益。
大部分利益流向地方精英、外来开发商、政府机构等。
只有少数个人或家庭从旅游中获得直接经济收益， 其
他人由于缺少资本或合适的技能而很难找到分享利
益的途径

心理增权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旅游发展提高许多社区居民的自豪感， 因为他们
的文化、自然资源和传统知识的独特性和价值得到
外部肯定。 当地居民日益增强的信心促使他们进
一步接受教育和培训。 就业和挣钱机会增加还导
致处于传统社会底层的群体， 如妇女和青年社会
地位提高

许多居民不仅没有分享到旅游收益， 而且还面临着由
于使用保护区资源的机会减少而带来的生活困难。
他们因此感到迷茫、沮丧、对旅游开发漠不关心或悲
观失望

社会增权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生态旅游提高或维持着当地社区的平衡。 当个人
和家庭为建设成功的旅游企业而共同工作时， 社
区的整合度得以提高。 部分旅游收益用于推动社
区发展， 如修建学校或改善道路

不和谐与社会衰退。 许多社区居民吸纳外来价值观
念， 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弱势群体承受了旅游
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能公平地分享收益。 个人、
家庭、民族或社会经济群体不仅不合作， 还为了生态
旅游收益而相互竞争， 憎恨和妒忌司空见惯

政治增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社区政治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所有社区群体
的需求与利益， 并提供一个平台供人们就生态旅
游企业相关的问题进行答疑。 为发展旅游而建立
起来的机构处理和解决不同社区群体（包括特殊利
益集团如妇女、青年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各种
问题， 并为这些群体提供通过选举作为代表参与
决策的机会

社区拥有一个专制的或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领导集
体。 为发展旅游而建立起来的机构将社区作为被动
的受益者对待， 不让他们参与决策。 因而社区的大多
数成员感到他们对于是否发展旅游或应该怎样发展
旅游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话语权

２　 经济影响

２．１　 就业和收入增加

就业和工资性收入是当地社区从生态旅游中获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经济收益之一。 许多农村社区将生

态旅游视作潜在的经济救助者，以期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新商业机会和技能培训［１２］。 这些就业机会主要分

布在旅游服务部门，如餐饮、住宿、交通、导游、纪念品销售等，为当地居民提供直接经济收益［１３］。 例如，基于

菲律宾普林塞萨港地下河国家公园案例研究，发现河流生态旅游已经成为当地多数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其
生计策略也从渔业和非木材林产品利用转向旅游业［３］；基于印尼巴厘岛海豚表演旅游案例研究，发现当地船

夫从旅游业获得高于地方平均水平的经营收入［１４］；对哥斯达黎加和泰国 １９８５—２０００ 年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

贫困程度进行比较后，发现自然保护区通过旅游就业有效减轻周边社区的贫困［１５］；基于南部非洲六国的案例

研究发现生态旅游参与者家庭总收入是社区平均收入的 ２．３３ 倍，旅游就业对偏远贫困地区居民而言至关

重要［１６⁃１７］。
另一方面，生态旅游在当地就业和收入增加方面的作用也受到严厉的批评，质疑私人经济偏离他们的法

定义务或自组织产业导向利益分享模式的能力与动机［１８］；Ｓｃｈｅｙｖｅｎｓ 认为当商业是生态旅游背后主要驱动力

时，旅游企业自然会疏远而非惠及地方社区［１０］；即旅游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致力于改善地方社

区福利或扶贫［１８⁃１９］。 同时，有研究者指出生态旅游开发的成本往往由当地社区承担，如建设国家公园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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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所需的社区强制性搬迁、自然资源的限制利用、野生动物对居民庄稼和家畜的损害等［２０］，旅游收益常

常不能抵消其经济损失。 例如， 基于乌干达布温迪国家公园案例研究表明居民平均每年的净损失占家庭总

收入的 １２．５％［２１］；基于印度 Ｎａｎｄａ Ｄｅｖｉ 生物圈保护区的研究发现野生动物对庄稼、蔬菜和蜂箱的破坏以及禁

止采集草药给居民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相应的补偿和就业收入［２２］；而且，野生动物造成直接损失还只是居民

损失的冰山一角，因为居民需要从事更为昂贵的预防性措施，如站岗、设立各种障碍、转向种植不容易受损坏

庄稼或者家庭搬迁［２３］。 上述研究虽研究了相关居民从生态旅游获得的直接收益或遭受的直接损失，但并没

有从整体上分析生态旅游发展对周围社区的净收益，也没有分析不同空间位置社区净收益的差异。
２．２　 社区经济间接影响

生态旅游除为地方社区提供直接就业和工资性收入外，还往往通过乘数效应将旅游业与地方产业相连接

以为旅游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从而促进当地产业体系的发展，尤其是地方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 在这一过

程中，未直接参与旅游的社区居民会间接的从生态旅游发展中获益。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指出地方利益相关者与旅游供

应链的间接联系对旅游目的地贫困居民的影响往往比旅游就业收入这一直接联系更为重要［２４］；也有研究者

认为将当地企业纳入旅游供应链中可为当地居民创造比旅游部门直接就业更多的就业机会［２５⁃２６］。 例如，基
于尼泊尔奇旺国家公园研究发现旅游业为地方社区创造广阔的产品及服务市场和微型企业发展机会［２７］；基
于南非野生动物旅游度假区旅游和地方农业联系案例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地方食物进入到旅游食品供应链

中［２８］；但高端住宿设施主要通过中介网络获取食品供应［２９］。 即旅游业与当地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取决于供

应能力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外部竞争、市场营销、游客消费偏好等，地方介入旅游产业供应链程度越高，其获取

收益越大。
另一方面，当地居民从生态旅游获得就业收入后，会在当地进行更多的消费，从而增加新的工作机会和收

入，最终促进旅游目的地经济的相对繁荣，这也属于旅游发展的乘数效应［３０］。 例如，有学者基于印度桑德班

斯的案例研究发现旅游参与居民在食品和非食品消费上比其他村民分别多了 １９％和 ３８％［３１］；基于博茨瓦纳、
马拉维和纳米比亚三国的生态旅游研究，发现旅游就业收入使得不少家庭投资在房产、教育和“奢侈品”上，
并通过增加本地就业而惠及地方社区发展［１６］。 总之，上述两方面的乘数效应使得地方社区获取更多的旅游

间接经济收益；同时，还可通过涓滴效应使得社区内贫困居民受益［３２］。
２．３　 经济收益分配

贫困农村地区的旅游开发往往涉及吸纳与排斥，社会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目标和土地利用方面存在不

平等和矛盾，从而导致旅游经济收益在社区与外部区域之间、社区内部之间都存在分配差异及不公平问题，如
收益漏损和社区精英控制。 首先，在收益漏损方面，赋权的利益相关者往往在发展中国家垂直组织旅游价值

链，将游客旅行轨迹局限于“机场—主要旅游景点—机场”，从而将地方社区排斥在旅游价值链之外［３３］。 这

种漏损主要表现在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主要来自客源地、从国外或附近大城市引入熟练高素质劳动力、外来投

资者控制旅游设施、从外部区域进口旅游商品等。 例如，基于印尼自然保护区和博茨瓦纳北部的案例研究发

现大部分旅游收益往往漏损到附近大城市的旅游公司或外国经营者，地方社区经济收益微乎其微［３４⁃３５］；尼泊

尔北部安纳普尔纳峰地区游客在当地日消费仅占 ７％［３６］。 其次，在地方社区收益内部分配上，权力最大和资

源最多的社区精英往往获取大部分收益，并不愿意与社区其他成员共享收益。 例如，Ｌａｐｅｙｒｅ 指出纳米比亚生

态旅游主要取决于人际关系［３７］；还有研究者发现地方精英尤其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基层官员垄断了旅游的经

济收益［９］；越南沙巴地区的研究表明资金和外语水平等自身资源和技能方面的不足成为其参与旅游的重要

障碍［３８］。

３　 社区参与旅游

面对学术界对生态旅游扶贫效应的猛烈批评和质疑，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社区参与在生态旅游中的作

用［１０］。 重点关注谁应该参与政策制定并作出生态旅游发展决策［３９］。 社区参与旅游一般表现在社区旅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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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控制、旅游发展决策、旅游活动参与和旅游收益分配 ４ 个方面［３９］。 由于后两个方面在经济影响部分已有阐

述，此处不再赘述。
３．１　 社区资源控制

社区旅游资源控制是社区参与最关键的部分，主要涉及社区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社区的旅游发展决策权。 Ａｋａｍａ 提出为支持地方社区对生态旅游一定控制权，需要权力从国家层次向

社区层次进行分权［９］。 例如，纳米比亚国家政府通过立法让渡一部分权力到农村社区，使农村社区获得一定

限度的公共财产所有权以经营和利用野生生物资源，解决其参与旅游发展所需的土地所有权问题［４０］；也有学

者建议政府通过适当的立法干预，以促使旅游发展惠及旅游目的地贫困居民［４１］；也有学者指出政府在制定政

策、法律和法规以保护本地资源所有权和决策参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４２］。 但现实层面，上述所提到的国家

在立法、法律法规或政治上对社区资源所有权的支持目前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缺失的［３９］。 同时，自然

资源所有权的让渡这一权力再分配过程必然导致当权者的失权，这对于倡导新自由主义并以效率优先的政府

而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接受，也必然受到当前利益团体的强烈阻拦。 实际上，繁荣的旅游经济被用来

巩固已建立的资本霸权体系，旅游资源将会逐渐集中到这些拥有庞大资本的少数投资者手中［３９］。 总之，地方

社区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涉及到政府权力让渡、政府目标、发展路径等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是一个非常

复杂和棘手的问题。
３．２　 参与旅游发展决策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区参与旅游经营程度以及旅游收益分配的多寡，是社区增

权的重要方面［１０］。 地方社区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合法性资格，缺少这一

根本性前提，社区参与旅游决策的依据就变得非常模糊。 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前提并不充分。 例

如，Ｓｃｈｅｙｖｅｎｓ 指出马尔代夫的土地属于政府而非个人或社区所有，地方社区不能将土地作为投资旅游开发的

股权（ｅｑｕｉｔｙ），旅游决策权力主要在于地方政府［４３］。 同时，旅游发展决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是权力

拥有者进行权力和利益的博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让一部分赋权而另一部分失权，权力再分配的结果通

常是当权者更加强大而弱小者更加弱小。 故寄希望于当权者主动让渡部分权力是非常艰难的。 除给予社区

参与旅游决策的合法地位外，给地方社区提供基本健康、教育、社会保护服务和利用一系列信息、资产、网络的

权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对于构建地方社区的理解力、知识、自信等旅游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的［４２］。

４　 能力建设

与传统的农业不同，旅游业需要较高的技能和市场知识，才为游客提供满意的旅游服务。 然而，这些知识

和能力往往是当地居民原先所不具备的，缺乏教育和技能成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重要阻力。 即能力维度的贫

困成为欠发达地区居民贫困的重要特征，其重要程度甚至高于经济贫困，故许多学者认为“一个人能干什么

比他拥有什么更重要” ［４２， ４４］。 旅游就业为居民提供了一种学习的机会和平台，参与居民通过技能培训、领导

力培训、“干中学”、自主学习等多种方式的能力建设，自身能力一般会有明显提高。 有学者提出地方参与旅

游最重要的成果是人力资本的提升，提升的人力资本又反过来促进其更高水平的旅游参与，进而促进技能和

知识的进一步发展［７］；也有学者指出旅游就业通过为贫困居民提供人力和社会资本，有利于他们未来成功从

事替代非农生计策略和摆脱绝对贫困［４５］；如尼泊尔奇旺国家公园利用部分旅游收入为周围社区提供的技能

和增收培训项目，促进居民传统生计农业向商业农业和非农就业转化［２７］。 同时，旅游就业劳动力不仅通过职

业培训促进自身能力建设，其旅游就业收入往往用于资助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的正规教育，这将导致未来人

力资本的提升［３１］。 如基于南部非洲案例研究发现旅游就业收入有效促进家庭成员教育投资［４６］。 除了正规

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之外，有学者指出源于旅游收益的小额贷款对贫困居民开展相关生计活动有重要意

义［２７］。 除了个人层次上的能力建设之外，有学者还分析了社区能力和组织能力建设，它们构成社区能力建设

的 ３ 个层面［４７⁃４９］。 同时，在能力建设影响因素方面，基于斐济的案例研究指出本地小型旅游企业比大型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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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公司更倾向于本地劳动雇佣和采购，社区能力建设及扶贫作用更加显著［５０］。

５　 社会文化和公共设施

５．１　 社区文化影响

许多研究认为生态旅游培养社区对自身文化的尊敬、自信、社区自豪感、弱势群体权力的改善和环境保护

意识［１０， ２７］。 有学者提出旅游经济收益使得当地社区开始欣赏他们独特的文化、自然资源以及传统知识，增强

地方居民的社区自豪感和环境保护意识［２７］。 同时，生态旅游促进了社区与外界的社会文化交流［１０］。 在弱势

群体权力的改善方面，Ｓｃｈｅｙｖｅｎｓ 认为旅游就业和收入促进传统等级社会底层人群（如妇女和青年）社会地位

的提高［１０］；基于哥斯达黎加的案例研究发现生态旅游使得妇女开始积极参与经营家庭宾馆、饭店和其他小商

业活动，这些活动将她们从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性别制度中解放出来［５１］；还有学者认为生态旅游为妇女提供了

一种公平的就业和收入增加机会，促进了她们不同程度的经济独立，并提升成年妇女及后代的教育水平并降

低文盲率，增强她们健康和卫生意识［２０］。
另一方面，许多学者提出了旅游发展对社区文化的不利影响。 例如，有些学者认为拥挤、乞讨、酗酒、疾病

传播、卖淫、犯罪等活动随着游客的增多而增多，从而对当地文化产生负面影响［５２］；同时，为了一味迎合游客

的需求，文化过度开发反而损害了传统的地方文化。 由于管理不善和官僚主义，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游

客属于快乐追寻者，导致上述文化侵蚀、酗酒、疾病传播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２０］。 由于社会文化因

素是比较难以衡量的，上述研究以定性为主，并没有对影响程度进行定量的阐述。
５．２　 社会资本和公共设施影响

Ｓｃｈｅｙｖｅｎｓ［１０］认为通过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社区凝聚力和团结意识将会得到增强，她将其称之为社会增

权。 增权社区的主要标志是社区内部出现组织能力较强的社团，包括青年组织、妇女组织、行业合作组织等。
社会增权通常出现在旅游收益被积极用于资助地方公共事业的地方，比如供水系统、道路、学校和健康门诊

等。 社会增权实际上它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社会资本作为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以提高社会效率的网络、
信任与规范［５３］，其内涵比社会增权更加丰富。 也就是说，旅游开发提供的发展机会将分散的、无组织的居民

组织起来，以获取更多的社区收益和更公平的收益分配。 也有作者基于墨西哥一个玛雅村庄的案例研究，证
明生态旅游的发展促进了本地社会资本的提升，并由此提升社区进行利益博弈的能力［５４］。

另一方面，生态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收益不公平分配反而给社会资本带来损害，其主要表现有嫉妒、
抱怨、憎恨贪腐、不信任官员、不愿意合作等［１０］。 由于旅游参与及收益分配的不公平，加剧了当地社区的分化

和隔阂。 如前所述，在旅游经济收益分配方面，外来投资者通过对旅游资源的控制将社区排斥在外，导致社区

居民与外来投资者之间的敌对态度；社区精英控制也恶化了普通居民与社区精英之间的不信任、憎恶和纠纷，
这些都破坏了社区的和谐和凝聚力［４２］。 例如，马尔代夫度假胜地竞标过程中频频出现的贿赂与腐败使旅游

资源集中到少数有权力的经营者手中，也加剧了社区居民的抱怨与憎恨［４４］。 另外，大量的研究发现旅游促进

了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包括道路、供电、供水、教育及健康设施等，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对旅游

业的税收和社区集体旅游收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改善社区生计［２７⁃２８， ４６］。

６　 研究述评与展望

本文在明晰生态旅游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国外生态旅游对目的地社区生计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旅

游对地方社区生计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方面，在社区参与程度较高且管理良好的条件下，社区能通过旅游

相关部门就业、本地产业结构嵌入旅游部门、居民能力建设、自身文化及社区自豪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改

善当地社区生计；另一方面，在社区参与程度较低且管理较差的条件下，会导致自然资源使用限制、野生动物

对农业破坏、收益泄露及不公平分配、社会资本降低、文化侵蚀等问题的出现，给当地社区生计带来不利影响。
社区资源控制权、旅游经济规模、地方介入旅游产业供应链能力、居民自身能力、有效的旅游管理等因素对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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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扶贫效应起着关键性作用。
在研究框架方面，基本按照旅游增权框架从经济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农户居民能力建设、社会文化和公

共设施 ４ 个方面展开论述。 该框架的优点是突出了政治增权和经济增权的作用，比较全面的分析了旅游对地

方社区生计的影响。 但该框架也有明显的缺点：一是该框架是基于社区层次的，不能直接应用于个体居民或

居民组，忽视了社区内的社会分异问题；二是许多影响居民生计的最基本的关键性要素并未考虑，如自然资本

（土地和生态系统服务）、物质资本（房屋和生产工具）、金融资本（储蓄）等；三是缺乏综合定量分析，难以评

判其净影响；四是在时间尺度上，当前研究过多强调旅游对当前社区生计的影响，缺乏对未来长远生计影响的

重视。
在空间尺度方面，国外学者将生态旅游对当地影响界定为目的地周边社区。 国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偏

重于社区尺度研究传统与其自然资源所有制和开发方式密切相关。 但这种情况与发展中国家土地国家所有

和政府主导的开发方式截然不同，过多强调周边村庄对旅游收益的诉求可能并非合理，故究竟将“当地”设定

在何种空间尺度（如村、镇、县）上还值得商榷。 同时，虽有些学者发现旅游对乡村社区影响集中在距旅游景

点几千米狭小地理空间范围内［４５］，但多数研究并没有对社区进行空间划分，也没有研究不同空间上社区影响

的差异。
在旅游经济收益方面，重点研究当前社区获取收益数量及比例，并强调收益分配公平性。 但是，大多研究

没有对旅游收入总规模、社区分配额及社区居民数量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即在没有详细

阐述旅游收益这一总“蛋糕”规模前提下研究社区收益分配是不全面的。 同时，当前研究也没有阐述社区应

该分配多少旅游收益才算公平。 公平是收益有效分配的关键，但公平和均等是截然不同的，旅游收益实际上

不能也不应该在利益相关者中均等分配［１７］。 另外，当前研究还缺乏对旅游经济影响动态评价。 总之，虽然目

前国外在生态旅游扶贫效应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以下内容仍有待于进一步

深入研究。
６．１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定量分析

当前生态旅游对社区生计影响分析框架与生计内涵并不完全吻合。 当前研究集中在生态旅游对当地社

区生计资产和政治权力的影响上，如经济影响、居民能力、社会文化、公共设施和社区参与等，分别对应着生计

内涵中的金融资产、人力资产、社会资产、物质资产和自然资源所有权。 但对自然资产和其他各类资产阐释不

够全面，也存在其他一些不足。 鉴于当前分析框架的一系列不足，英国国际发展署等部门为扶贫而构建的可

持续生计方法框架，强调外界干预对居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等方面的影响［４， ５５］，可系统揭示不

同层次居民生计问题的原因、过程和结果。 故未来应构建居民可持续生计定量模型，测度生态旅游发展的扶

贫效应。 该框架不仅可以全面阐释旅游开发对当前社区及各类居民生计的影响，还可对未来长期可持续生计

进行系统评价。
６．２　 旅游与社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西方学者主导下生态旅游研究强调的社区发展与发展中国家政府所追求的整体发展并不吻合。 在西方

社会的政治体制下，私有制及个人主义是其价值核心，基层社区及组织对自然资源控制、经济发展决策、税收

征收及使用、社会福利水平等具有较高的控制权，社区自治水平较高，故西方学者将生态旅游受益的主体界定

为社区，尤其是那些位于旅游景区附近的社区。 但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央集权体制下，公有制、集体所有

制和集体主义为其价值核心，重视整个区域的发展而不是少数社区。 为此，真正的社区参与旅游涉及到发展

中国家政治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包括不同政治力量和行政配置变化、财富与权力的重新分配、发展模

式变革、政府作用变革等，这些变革未必适合各国国情。 故未来应根据不同国家案例区的政治经济背景，从政

治经济学视角揭示旅游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及演化，充实该领域的理论研究。
６．３　 影响的动态评估和空间差异研究

上述研究大多采用截面数据分析某一时点生态旅游对居民生计的影响。 但是，旅游开发作为促进地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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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改善农村福祉的一个工具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发挥作用。 即旅游和生计改善之间的关系在旅游发

展的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 基于某一时点的静态研究往往只是一个片段，不能揭示旅游发展对社区生计影响

的整体过程，故未来需要利用长时间序列的数据以及长期的跟踪调查，关注旅游发展对社区生计影响的动态

变化。 另外，旅游收益空间分配研究也比较缺乏。 未来应发挥地理学 ３Ｓ 技术及空间分析优势，阐释不同地理

位置相关社区旅游发展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情况，以理解发展中国家旅游收益的空间差异，为设计更加公平的

扶贫政策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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